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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量化估计我国环境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制，本文首次提出基于

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借助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２８３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双重差分
法，在这一框架下系统考察了我国１６项环境政策。利用这一框架，本文首先量化估计了

政策作用机制的边际效应，并克服了已有文献在机制分析中无法解决的内生性问题。其

次，本文发现不同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当忽略政策之间的相关性时，

会导致政策效应出现５％ ～２５％的高估，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这 ４项
机制可以解释环境政策效果的８０％左右。最后，本文发现环境政策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

作用机制具有明显差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分别解释了 ４８４３％和 ２４３５％的 ＣＯ２排

放量变动，技术进步解释了 ４０７９％的 ＳＯ２排放量变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则是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变动的主要原因，分别能够解释 ３０５９％和 ２９０８％的 ＰＭ２５浓度变动。本
文对我国一系列环境治理实践进行了统一的评估，其中对环境政策影响机制的分析为新

时期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可拓展的政策选择空间，这对我国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

能力现代化和完善生态文明体系化建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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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防范气候风险和保护生态环境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与人民福祉。随

８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２０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研究”（２１ＺＤＡ０３４）；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２０＆ＺＤ１１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
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亢延锟电子邮箱：ｋａｎｇｙａｎｋｕｎ＠１２６ｃｏｍ。



���������

着我国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近年来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２０１９年，我国单位 ＧＤＰ碳排放量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约 ４８１％，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
重达１５３％，提前完成了减排承诺，而“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将继续深入践行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逐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低碳经济、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我国陆续出台了“一揽子”政

策措施，其中仅在企业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就出台了１２０余项政策措施。然而，由于不同政策在政策
目标、发起单位、运行过程、考核机制等方面均呈现明显差异，政策的作用机制、实际效果和经济成

本可能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坚持绿色发展，要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就意味

着除了环境政策的环境效应，其经济效应也同样重要。因此，及时评估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和总结

相关政策作用机制，对新时期我国能源环境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Ｍｕｎａｓｉｎｇｈｅ，１９９５，宋马林、王舒鸿，２０１３）。
环境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影响机制变量进而改善环境的，例如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但目前文

献对这一问题却较少涉及。如果能够明确各种机制变量对污染排放的边际影响，那么不仅可以预

估政策的实际效果，还可以作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Ｈｅｎｄｒｅｎ和 ＳｐｒｕｎｇＫｅｙｓｅｒ，２０２０）。既有文
献对上述问题极少涉及的原因在于：一是机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难以克服，二是无法剥离不同机

制的相互影响。例如，关停污染企业不仅会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还会缩减当地的经济规模，这种

机制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是无法被观测的，即我们无法确定在给定经济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产业结

构变化对污染物排放的具体影响。

本文基于 Ｈｅｎｄｒｅｎ和 ＳｐｒｕｎｇＫｅｙｓｅｒ（２０２０）以及 Ｇｏｌｄｉｎ等（２０２１）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
边际效应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我们不仅可以量化机制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具体影响，还允

许不同政策和不同机制同时进入估计方程，相互作为控制变量。这不仅可以排除不同政策之间的

干扰，还可以在给定其他机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考察我们所关心的机制变量对污染治理的作用。

进一步，通过夏普利值分解，可以计算出不同机制变量对不同污染物的贡献度，这很好地填补了已

有文献在量化机制分析中的空白。

然而，采用这一分析框架需要满足较为严苛的条件，即同时需要较多的外生冲击。幸运的是，

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出台了大量政策，给予了我们足够多的外生冲击，使我们可以在基于边

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下，量化估计政策作用机制的边际效应。因此，借鉴荟萃分析（Ｍ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ａｎｌｅｙ，２００１）的思路，本文筛选和分析了１６项能源环境政策，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控制
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系统评估了不同机制对于不同污染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不同污

染物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其中，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在ＣＯ２排放量变动中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则
解释了 ＳＯ２排放量变动的绝大部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则是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首次提出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定量评

估机制变量对污染排放指标的贡献，并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量化不同渠道的效果和贡献比例，

从而为解决机制分析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已有文献专门针对某一项政策对

特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但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不相同，并且不同政策对

不同污染排放的影响也并不一致，因此研究结果不可直接对比。从政策效果来看，已有文献可能

存在发表偏倚（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ｅｗｓ和 Ｋａｓｙ，２０１９），即相关研究的政策效果大多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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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论都认为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些显著影响是在未剥离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下

得到的，因此对于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究。第二，已有文献中不同政策对不同污染物

排放的影响研究并不全面，本文评估了 １６项政策对 ＣＯ２排放量、Ｓ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
响，增进了已有文献的认知。

二、我国环境政策的分布特征

２１世纪以来，各项环境保护政策开始相继出台。根据环境政策的类型、发起方式和运行过程，
可将我国环境政策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从政策类型上看，可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

参与型三种，命令控制型一般为直接的政府管控，市场激励型主要是对排放制定价格（王班班、齐

绍洲，２０１６），而公众参与型则是指给予公众表达环境利益的有效途径，通过公众监督等手段影响
企业的排污决策（Ｌｅｎｇ等，２０２１）。第二，从政策的发起方式来看，可分为“地方发起 ＋中央批准”、
“中央发起 ＋地方申请”、地方发起和中央发起四种类型。整体来看，大多数环境政策属于中央发
起和“中央发起 ＋地方申请”两种类型，地方政府的自发改革相对较少。第三，从政策的运行过程
来看，地方政府是环境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能够采取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措施是环境政策成功的

关键，大多数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伴随着中央的专项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因此可根据是否有财政

补贴和考核机制将环境政策进行分类。

本文筛选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１６项代表性政策，分别是低碳城市试点、两型社会综改区、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改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冬季清洁取暖试点、环境

信息披露城市、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试点、新能源示范城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环保法庭、排污权

交易、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

点。根据上述政策分类标准，其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分别有１０项、４项
和２项；多部门发起和单部门发起的政策分别有４项和１２项，并且只有环保法庭一项政策没有中央
参与，由各地自发发起；１３项政策拥有来自中央的财政支持，同时１１项政策有事后的考核机制。

通过对上述１６项政策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第一，环境政策的覆盖面较广，几乎覆盖了中国所
有地级市。具体来说，我国环境政策的扩散经历了两波高峰。第一波集中在 ２００７年左右，随着排
污权交易、两型社会综改区等政策的出台和范围扩大，我国环境政策的覆盖区域快速扩大，由之前

仅覆盖２０％地级市猛然上升至接近６０％。第二波集中在 ２０１３年左右，这一时期以降低碳排放为
核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新能源示范城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政策的出台和扩散进

一步扩大了我国环境政策的覆盖面。截至 ２０１８年，在选取的 １６项代表性政策中，有 ９３％的地级
市至少实施了其中一项政策，有接近８０％的城市至少实施了上述两项政策，同时又有 ４０％以上的
城市至少同时实施了其中四项政策。

第二，环境政策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政策“扎堆”现象十分严重。我们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地级市
面板数据中，生成１６项政策的虚拟变量，并将每一项和其余１５项进行回归，一共进行了 ２４０（１６×
１５）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有１５６组即６５％的估计系数 Ｐ值小于 ００５，有 １２９组即 ５３７５％的估
计系数 Ｐ值小于００１。① 大部分系数从统计上显著为正，反映出大多数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性，即政策“扎堆”集中分布在一些特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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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

（一）机制分析的思路

从理论上讲，政策工具无法直接作用于最终目标，而是通过影响相关机制变量进行传导。因

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个简化的机制分析模型。其中，因变量、外生政策变量和机制变量分别为 Ｅ、
Ｐｏｌｉｃｙ和 Ｍ，且 Ｅ与 Ｍ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Ｅ＝Ｆ（Ｍ，ε）。一般而言，我们通过逐步回归考察 Ｐｏｌｉｃｙ
对 Ｅ的影响机制。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Ｅ＝β０＋β１Ｐｏｌｉｃｙ＋ε１ （１）

Ｍ ＝α０＋α１Ｐｏｌｉｃｙ＋ε２ （２）

其中，β１和 α１分别衡量 Ｐｏｌｉｃｙ对 Ｅ和 Ｍ的边际效应。若 β１和 α１均显著，则可以认为 Ｍ是
Ｐｏｌｉｃｙ影响 Ｅ的一种机制。通过上述方法，虽然可以识别影响机制 Ｍ，但仅做出了定性判断，对机
制变量的贡献度并未进行定量测算。为此，在公式（１）的基础上加入了机制变量 Ｍ，以检验机制变
量 Ｍ的作用程度，即建立公式（３），通过 θ１和 θ２的系数大小及显著性可以对其机制变量的作用程
度进行判断。

Ｅ＝β０＋θ１Ｐｏｌｉｃｙ＋θ２Ｍ＋ε３ （３）

但这一框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式（３）中，由于不可观测因素 ε３同时影响 Ｍ和 Ｅ，将造
成 Ｍ是内生变量；第二，由于政策的影响机制并非是单一的，不同的机制之间还存在一定相关性；
第三，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机制变量，由此造成遗漏变

量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会造成机制分析出现估计偏误。

（二）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

为了解决机制分析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Ｈｅｎｄｒｅｎ和 ＳｐｒｕｎｇＫｅｙｓｅｒ（２０２０）、Ｇｏｌｄｉｎ等（２０２１）提
出了一种机制分析的新思路：在统一框架下分别估计政策对因变量和对机制变量的边际影响，并

将两者相结合进行机制分析。我们假设机制变量 Ｍ为单一变量，并将外生政策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视为一
个工具变量。根据瓦尔德估计量（Ｗａｌ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则存在 βＩＶ＝β１／α１，即：

机制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 ＝ 外生政策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
外生政策对机制变量的边际效应

（４）

式（４）中的机制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反映的是机制变量影响因变量的作用程度。通过这
种方法能够较好地缓解机制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

上述情形是一个简化情形，但在实际中外生政策和机制变量并不唯一且存在相关性。也就是

说，存在 ｊ项外生政策并通过影响 ｓ种机制变量进而影响因变量。为了进一步有效剥离机制变量
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本文在 Ｈｅｎｄｒｅｎ和 ＳｐｒｕｎｇＫｅｙｓｅｒ（２０２０）、Ｇｏｌｄｉｎ等（２０２１）研究的基础上，首次
提出了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方法：假设不同政策对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不直接与因变量和机

制变量同时相关，根据式（１）和式（２），可以估计出各项政策的边际效应及其对不同机制变量的边
际效应。根据 Ｇｏｌｄｉｎ等（２０２１），当满足：

条件１：有较多的外生冲击，即存在不同的政策，政策数量 ＞机制变量数量；
条件２：不同外生冲击对 Ｅ和 Ｍ的影响均要在统一实证模型下估计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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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３：不同政策对 Ｅ和 Ｍ的影响不存在共线性，即存在差异。
在上述３个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通过整合各项政策的政策效应以及各项政策对不同机制

变量的边际效应，可以估计出不同机制对政策效应的边际效应。即当存在 ｊ个外生政策冲击和 ｓ

个机制变量时，对式（３）关于 Ｐｏｌｉｃｙｊ求导，可得：

ｄＥ
ｄＰｏｌｉｃｙｊ

＝θｓ
ｄＭｓ
ｄＰｏｌｉｃｙｊ

＋ ｄε
ｄＰｏｌｉｃｙｊ

（５）

式（５）中，ｄＥ／ｄＰｏｌｉｃｙｊ为政策 ｊ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将其记为 Ｃｊ，ｄＭｓ／ｄＰｏｌｉｃｙｊ为政策 ｊ对机

制变量 Ｍｓ的边际效应，将其简写为 β
ｓ
ｊ；则式（５）可以简写为：

Ｃｊ＝θｓβ
ｓ
ｊ＋ｅｊ （６）

其中，ｅｊ＝ｄε／ｄＰｏｌｉｃｙｊ，为政策 ｊ对不可观测的扰动项的影响。当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ｊ外生时，ｅｊ与 β
ｓ
ｊ和

Ｃｊ不相关。通过对上式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外生政策通过机制变量对因变量带来的真实效应。
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具有以下优点。第一，能够量化机制变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方

法仅能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做出定性分析，难以对相关机制变量对政策效应的贡献度进行量化

分析，而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可以量化出不同机制对政策效应的贡献度。第二，克服不

同机制的相互影响。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进行机制分析时，只能逐个对机制变量进行考察，从而

容易造成遗漏变量问题，而在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中，我们允许不同的机制同时进入方

程，可以相互作为控制变量。第三，克服了不同政策间的干扰。从上文分析可知，我国环境政策之

间的相关性较强，政策“扎堆”现象十分严重，从而针对单一政策评估时容易造成估计偏误。本文

允许不同政策进入估计方程，政策之间相互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不同政策之间的干扰。

当然，由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应用条件较为严格，需要具有较多的外生政策冲击，在实际应用中不易

实现。例如，Ｈｅｎｄｒｅｎ和 ＳｐｒｕｎｇＫｅｙｓｅｒ（２０２０）收集了近 ５０年来美国 １３３项福利政策，在此基础上
计算各项政策的公共资金边际价值，并以此评估各项政策带来的福利效应。

在下文分析中，遵循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框架，首先，采用统一计量模型，对 ＣＯ２排放量、

Ｓ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浓度的政策效应进行估计，从而得出不同政策对污染排放的边际效应，即得

到式（６）中的 Ｃｊ；其次，根据理论逻辑和文献梳理，本文选取一系列机制变量，采用同一计量模型估

计得到各项政策对各类机制变量的边际效应，即得到公式（６）中 βｓｊ；最后，将前两步中的 Ｃｊ和 β
ｓ
ｊ相

结合，对公式（６）进行回归分析和夏普利值分解，以此分析不同机制对政策效应的作用效果和贡
献度。

四、变量、数据描述和识别策略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框架中的分析思路，本文对所搜集整理的 １６项环境试点政策的效果进行估计。具
体地，对于每一个试点政策而言，实施该政策的城市就是处理组，没有实施该政策的城市就是对照

组，具体估计方程设计如下：

ｌｎＥｉｔ ＝β０＋βｊＰｏｌｉｃｙ
ｊ
ｉｔ＋Ｘ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ｔ×ｙｅａｒｔ＋Ｘｉｔ＋δｔ＋πｉ＋εｉ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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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ｌｎＥｉｔ为 ｉ城市 ｔ年的人均污染物排放量，由于减碳降污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里分别选择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人均 ＳＯ２排放量、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作为环境污染排放的代理变

量，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作对数处理。Ｐｏｌｉｃｙｊｉｔ为各个环境政策的虚拟变量，当 ｉ城市 ｔ年实施 Ｐｏｌｉｃｙ
ｊ

时，Ｐｏｌｉｃｙｊ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参照 Ｃｈｅ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以及 Ｌｕ等（２０１９），我们控制了政策开始
之前一系列经济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具体为 ２００５年城市人均 ＧＤＰ、人均公共预算支出
以及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年份的交互项。Ｘｉｔ为 ｉ城市 ｔ年平均气温、平均湿度、降水量和日
照时数，δｔ和 πｉ分别为城市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在式（７）中，重点关注 βｊ的系数估计值，当依次将
１６项环境政策分别放入回归模型中，βｊ表示在不考虑政策协同效应时，该政策对污染的净效应，当
所有的环境政策同时进入方程时，βｊ表示在考虑其他政策的相关性时，该政策对污染的净效应。

（二）样本数据、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２８３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 ＣＮＲＤＳ数据库。由于绝大多数环境政策在
２００５年以后逐渐出台，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仅有排污权交易这一项政策已经实施，因此以２００５年作为基
年，可以确保绝大多数政策的 ＤＩＤ估计在事前有足够的对照组。

１被解释变量
在１６项环境试点政策中，政策目标几乎都是针对减碳降污和治霾，因此选取了人均 ＣＯ２排放

量、人均 Ｓ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浓度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关于城市层面的碳排放量，本文借
鉴苏泳娴等（２０１３）的做法，利用 ＮＧＤＣ数据库提供的 ＤＭＳＰ／ＯＬＳ和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两套夜间灯光数
据，反演出２８３个城市每年的碳排放量。与此同时，近年来以雾霾为主的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ＰＭ２５是导致雾霾的罪魁祸首（Ｈｅｒｉｎｇ和 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１４；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等，２０１５），也是衡量空气污染的
一个重要指标（Ｆｕ等，２０２１）。本文基于 ＶａｎＤｏｎｋｅｌａａｒ等（２０１９）提供的全球卫星栅格数据，①并借
鉴孙伟增等（２０１９）的做法，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处理得到各城市不同年份的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１６项政策的虚拟变量，具体赋值方式为，当 ｉ城市 ｔ年实施 Ｐｏｌｉｃｙｊ时，

Ｐｏｌｉｃｙｊ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１６项政策的虚拟变量赋值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一些政策没有被
选取的原因在于：第一，政策发生的时间早于本文样本区间，例如两控区政策是在 ２０００年开始实
行，早于本文样本初始年份；第二，较难获得城市层面面板数据，例如“千家企业节能行动”政策是

为了强化监管部门对于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重点耗能行业

企业节能的监督管理，这一政策是在行业层面实施的，较难从城市层面采集合并数据。另外，由于

绝大多数政策针对的目标对象是大气污染，可以利用城市层面的空气数据进行政策评估，而“水环

境监测系统”和“河长制”等政策，主要的目标对象是水污染，而城市层面的水污染数据目前较难获

得，所以这类政策也未纳入本文研究的样本范围。

３控制变量
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宋弘等，２０１９），同时

也会影响地方是否实行环境政策，按照一般研究处理方式，在模型中控制了 ２００５年城市人均
ＧＤＰ、人均公共预算支出以及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与年份的交互项。同时，为了控制气温、湿
度、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时间变化的自然条件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各城市每一年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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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降水量和日照时数进行排序，并根据２５％、５０％和７５％分位划分为 ４等，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
４，并将表示气温、湿度、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级的离散变量纳入方程。这样处理的原因在于，不同
等级的气温、降水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不是连续的，当气温等因素每变化一个等级，其边际

影响也不同（Ａｇａｒｗａｌ等，２０１９；Ｈｕ和 Ｌｉ，２０１９），因此本文并没有以连续变量的形式直接控制上述
自然环境的因素。限于篇幅，未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

五、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模型估计基本结果

图１～图６给出了模型估计的基本结果。对图形信息的解读如下。第一，图 １、图 ３、图 ５中分

别是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对人均 ＣＯ２排放量、人均 Ｓ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的回归结果。
其中菱形为不同政策单独进入方程的回归结果，圆圈为 １６项环境政策同时放入方程，考虑政策协
同效应的回归结果，同时按照不考虑政策协同效应时政策的作用大小进行排序，越靠前说明政策

效应越大。第二，在图２、图４、图６中，圆圈的意义与图 １、图 ３、图 ５中一致，而方块是在考虑政策
协同作用基础上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过图 １～图 ６的系数可视化信息，得到以下
几点结论。

第一，不同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减排治理效应不尽相同。首先，对于 ＣＯ２排放而言，碳排放权
试点、资源型经济转型、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和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有比较明显的减排效果，在加入控

制变量之后，结果基本保持稳健，只有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工业绿色转型试点两项政策的系数出现

了明显变化，但在统计意义上无显著差别。其次，对于 ＳＯ２排放而言，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政策、工
业绿色转型试点政策、环境信息披露试点、碳排放权试点和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有比较明显的

减排效果，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所有估计无明显变化，统计上也无明显差别。再次，对于 ＰＭ２５浓
度而言，碳排放权试点政策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有比较明显的政策效果，在加入控制变量

之后所有估计无明显变化，统计上也无明显差别。最后，由于污染物同根同源的性质，不少政策还

存在溢出效应，在实现目标污染物降低的同时，还会降低其他污染物排放。例如，碳排放权试点政

策不仅能够降低试点地区 ＣＯ２排放量，还能够降低 Ｓ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浓度。但也会出现因地方
政府落实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一些政策存在执行偏差，未能实现预期的减排目标。例如，排污权

交易政策并未对 ＳＯ２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

图 １　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ＣＯ２）　　　　　图 ２　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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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ＳＯ２）　　　　　图 ４　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ＳＯ２）

图 ５　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ＰＭ２５）　　　　　图 ６　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效果（ＰＭ２５）

第二，不考虑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会造成估计结果的高估。具体来说，对于 ＣＯ２排放量的政策
效应结果会高估５％ ～２５％，例如资源型经济转型、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新
能源汽车试点城市，但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差别。对于 ＳＯ２排放量的估计结果会高估 ５％ ～
１０％，例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和资源型经济转型。对于 ＰＭ２５浓度的估计结
果同样会高估５％ ～１０％，例如，两型社会综改区、低碳城市试点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第三，政策考核目标是否多元化的要求不同，对于不同污染指标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从碳排

放权试点和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对 ＣＯ２排放量和 ＳＯ２排放量的影响来看，效果最好的政策往往政策
目标相对单一，同时推出“一揽子”改革措施的政策反而效果较差。这说明对于不同的污染物，政

策传导机制不尽相同，这将在下一部分着重讨论。

（二）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事前没有显著差异，对此我们采取两种策略进行检验。第

一，短期事前趋势检验。我们引入了政策实施前两期和后两期的年度虚拟变量，并利用动态ＤＩＤ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地，若政策实施前的效应近乎０，并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开始之前
实验组和控制组并没有显著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回归结果过多，为了能更加清楚地展示平行

趋势结果，采用联合显著性检验的方式，检验政策实施前年份的虚拟变量与实验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

显著性，当事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０时，平行趋势满足，反之则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由表１可知，
在４８个检验结果中，仅有碳排放权试点、排污权交易试点对 ＰＭ２５浓度，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 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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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两型社会综改区对 ＰＭ２５浓度事前趋势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Ｐ值小于００５，新能源汽车试点
对 ＣＯ２排放量以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ＰＭ２５浓度的事前趋势的Ｐ值小于０１。上述不满足平行
趋势的回归分布于５个政策，分布较为分散，并且没有出现某一项政策对所有污染物的回归都不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的情况。因此，从整体看１６项试点政策基本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

第二，长期事前趋势检验。在上述策略中，我们仅能观察到政策开始前较短时期污染物的变

化情况，但是在更长的时间区间内，平行趋势假设是否仍然得到满足？为此，我们将每一项政策的

实行年份提前５年，然后利用虚拟政策处理时间进行 ＤＩＤ估计，如果所得到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
明虚拟的政策处理对污染物排放没有显著效果，反之，说明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就拥有与控制

组不同的发展趋势。表１第（４）～（６）列呈现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与平行趋势检验的
结果相似，除了少数检验外，其他大部分检验结果均不显著。此外，对比第（１）～（３）列的结果，我
们发现没有一项政策对同一种污染物排放在两种检验中 Ｐ值均显著小于 ００５。这说明无论在短
期还是长期，本文选取的绝大多数政策不存在事前趋势。

　　表 １ 稳健性检验

环境政策

动态 ＤＩＤ检验 安慰剂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Ｏ２ ＳＯ２ ＰＭ２５ ＣＯ２ ＳＯ２ ＰＭ２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２４

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 ００５ ０４４ ０７０ ０２８ １００ ０８１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９８ ０１３ ０４３ ０１６

排污权交易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９５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１４ １００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试点 ０８９ ０５３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６９ ００５

新能源示范城市 ０７３ ０１９ ０８６ ０２５ ０４６ ０２８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 ０３９ ０２３ ０６２ ０４７ ０８５ ０２２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０２４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５２ ０４４ ０５５

两型社会综改区 ０８９ ００９ ０００ — — —

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 ０７６ ０３８ ０５０ ００５ ０７８ ０１２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区 ００８ ０６６ 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０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 ０７１ ０９１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５

环境信息披露城市 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４３ — — —

环保法庭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７４ ０８３ ０２９ ０６８

低碳城市 ０５９ ０５５ ０１４ ０９０ ０５０ ０３５

　　注：（１）表中数值表示稳健性检验结果的 Ｐ值；（２）表中表示在基准回归中政策对污染物排放指标有显著作用，估计系数的

显著性见图２、图４和图６中的方块；（３）由于两型社会综改区和环境信息披露城市的政策开始时间较早，将政策提前 ５年之后早

于２００５年，因此无法进行安慰剂检验。

六、机制分析

（一）机制分析

通过对１６项环境政策的梳理可知，相关政策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推行清洁生产、加快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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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同时，根据已有文献的研

究，经济规模与结构（韩超等，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史丹、李少林，２０２０）、产业结构（宋弘等，２０１９）以及技术
效应（张华，２０２０）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政府支出作为试点政策顺利执行的物质保障，对
试点政策效应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这几方面来考察不同环境政策影响环境指标

的机制。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Ｍｉｔ ＝α０＋βｊＰｏｌｉｃｙ
ｊ
ｉｔ＋Ｘ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ｔ×ｙｅａｒｔ＋Ｘｉｔ＋δｔ＋πｉ＋εｉｔ （８）

上式中，Ｍｉｔ为机制变量，即环境政策可以通过改变这些机制变量进而影响污染排放等环境变
量。关于４类机制变量，本文共选择９个指标分４类进行刻画，具体为：（１）经济总量与结构，采用
人均 ＧＤＰ来衡量经济总量，采用家庭消费占比和政府公共支出占比衡量经济结构；（２）产业结构，
采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 ２个指标进行衡量；（３）技术创新，利用政府研发支出和工业脱
硫率２个指标衡量；（４）政府支出，采用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人均环保支出进行衡量。

图７呈现了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通过不同的机制实现污染减排，
其政策效应大小不尽相同。其中，工业绿色转型试点、低碳交通运输试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等是

通过减少经济总量实现环境改善的，例如，资源型经济转型使经济总量下降了约 １２４％。资源型
经济转型、低碳交通运输试点、新能源汽车试点、低碳城市试点能够通过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实现污

染减排，例如，资源型经济转型使得第二产业比重下降０８７％。两型社会综改区、碳排放权试点等
政策有利于促进政府研发支出的增加，而冬季清洁取暖、环境信息披露以及排污权交易有利于提

高工业脱硫率，例如，排污权交易使得工业脱硫率增加了 ３个百分点。此外，厘清能源环境政策的
机制有利于判断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例如，工业绿色转型试点、资源型经济转型、低碳交通运

输试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等是通过减少经济总量实现环境改善，说明上述政策的经济成本较高，

其实现环境改善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而环境信息披露以及排污权交易有利于提高工业脱

硫率，说明上述政策主要是通过技术升级改造产生污染减排效应，相应的经济成本就较小。

（二）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机制分析中，我们发现不同机制变量间会存在相互影响。例如，经济总量指标 ＧＤＰ、不同产
业构成和政府支出可能是“一揽子”计划，从而导致机制分析的结果存在偏误。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本文利用不同的政策冲击，开展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表 ２汇报了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
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试点政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由表 ２可知，经济总量、政府公共
支出占比以及第二、三产业比重对 ＣＯ２排放量的系数至少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政策目标为
降低 ＣＯ２排放量时，环境政策可以通过改变经济总量、政府公共支出占比以及产业结构等来影响
ＣＯ２排放量。经济总量、政府公共支出占比、家庭消费支出占比、工业脱硫率以及市场型政策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系数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政策目标为降低 ＳＯ２排放量时，环境政策可
以通过改变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工业脱硫率来影响 ＳＯ２排放量。经济总量，第二、三产业比重，
政府研发支出以及工业脱硫率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估计系数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当政策目标
为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时，环境政策可以通过改变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技术研发来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

第二，同一机制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差异。由表 ２可知，经济总量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效应
最大，对 ＣＯ２排放量以及 ＰＭ２５浓度的效应相对较小。类似地，政府公共支出占比对 ＳＯ２排放量
和 ＣＯ２排放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影响却不显著；产业结构对 ＣＯ２排放量和 ＰＭ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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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浓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对 ＳＯ２排放量的影响却不显著；而家庭消费支出占比和政府研发支出分别
仅对 ＳＯ２排放量、ＰＭ２５浓度产生显著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机制对不同污染物的作用方向
并不一致。例如，ＳＯ２脱硫率对 ＳＯ２排放量产生负向影响，对 ＰＭ２５浓度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脱硫燃煤设施会造成可凝结颗粒物、氨和三氧化硫等水溶性物质增加，从而导致

ＰＭ２５浓度增加（周勇，２０１９）。也就是说，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污染转移效应，在治
理目标污染物的同时，造成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增加。

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不同污染物的成因和治理方式差异。其中，ＣＯ２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消
耗，但现阶段由于碳捕捉技术发展缓慢，降低碳排放则依赖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以

及优化能源结构。因此，目前降低 ＣＯ２排放量并不依赖于碳减排技术的进步，而与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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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

政策对机制变量

的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边际效应

ＣＯ２ ＳＯ２ ＰＭ２５

经济总量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经济结构

政府公共支出 ０１６４ ０３１９ ００３１

（ＧＤＰ占比）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１）

家庭消费支出 ０２５０ －１６３０ ０１５７

（ＧＤＰ占比） （０１５０） （０７７７） （０１６２）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比重
－１６１３ －２０２６ －１４５６

（０３４９） （１７０９） （０３９４）

第三产业比重
－０９３３ ０８１０ －１０９６

（０４００） （１８５７） （０４２３）

技术研发

政府研发支出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４） （００４２）

ＳＯ２脱硫率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政策类型

命令型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５）

市场型
－０００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６）

点样本估计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

样本量 ３２ ３２ ３２

Ｒ２ ０８７４ ０７８３ ０７９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上述回归中，由于不同估计系数的估计精度

存在差异，本文以标准误的倒数作为权重项进行加权回归，估计标准误越大的系数意味着估计精度越小，其权重越低；此外，在剔

除未通过事前趋势检验的估计系数后，上述结果依旧稳健。

优化能源结构相挂钩的措施，对降低碳排放作用效果更为显著；ＳＯ２排放的成因与 ＣＯ２排放相似，
主要是来自于工业过程中含硫矿石燃料的燃烧，但是 ＳＯ２排放的治理方式较为多样，不但能够通
过加强前端预防管控，还能够发挥技术效应通过加强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实现减排。因此，环境政

策既可以通过降低经济总量、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能源消耗及利用效率，进而影

响 ＳＯ２排放量，也可以通过安装脱硫设备及其他脱硫技术直接降低 ＳＯ２排放量。与之相比，ＰＭ２５
的成因则相对复杂，既受土壤扬尘等自然源的影响，也受到发电、供热、交通过程中燃料燃烧等人

９０１



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大气污染成因分析以及治理技术对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的作用效果较大。此
外，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的重要机制。

上述检验证明了环境政策通过机制变量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然而这些机制变量到底能解释

环境变量改善的多少呢？对此，本文采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对各类机制的贡献度进行量化。

表３中汇报了不同机制的贡献度，可以发现估计结果较好地解释了各项机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第一，各项机制对 ＣＯ２排放量、ＳＯ２排放量以及 ＰＭ２５浓度的解释力度分别为 ８７４％、７８３％和
７９５％，说明基于边际效应的机制分析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解释力。第二，对于不同污染排放指
标，其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是影响 ＣＯ２排放量的主导因素，

分别解释了４８４３％、１１５７％、２４３５％的 ＣＯ２排放量的变化；技术研发、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总量则
是影响 ＳＯ２排放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 ４０７９％、２３１７％和 １７６４％的 ＳＯ２排放量的变化；技术
研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 ３０５９％、２９０８％和
１７６６％的 ＰＭ２５浓度的变化。

　　表 ３ 不同机制的量化分解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Ｏ２ ＳＯ２ ＰＭ２５

解释 Ｒ２ 百分比（％） 解释 Ｒ２ 百分比（％） 解释 Ｒ２ 百分比（％）

经济总量 ０４２３ ４８４３ ０１３８ １７６４ ００７８ ９７６
经济结构 ０１０１ １１５７ ００７５ ９５３ ０２３１ ２９０８
产业结构 ０２１３ ２４３５ ０１８１ ２３１７ ０１４０ １７６６
技术研发 ００３４ ３９２ ０３２０ ４０７９ ０２４３ ３０５９
政策类型 ００５３ ６０５ ００６３ ８０９ ００８７ １０９０
点估计样本 ０００７ ０８３ ０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５６
合计 ０８７４ ０７８３ ０７９５

七、结论和启示

２０２１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重污
染天气，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事实上，我国在持续多年的环境整治

下，环境质量已经有了大幅度改善。根据《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年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上却得到改善，首批实施《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的７４个城市，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下降４２％，ＳＯ２平均浓度下降６８％。与此同时，我国积极
承担减排责任，不断加大温室气体控制力度，２０１８年中国单位 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较 ２００５年已
经大幅降低４５８％，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使用国和消费国。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巨大成就与近年来出台的大量能源环境改革政策密切相关，系统评估这

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对于总结以往环保工作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推动绿色

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出台的 １６项环境试点政策进行了系
统评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不同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有明显差异。从减少 ＣＯ２排放
量来看，碳排放权试点、资源型经济转型以及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示范城市三项政策的效应最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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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从降低 ＳＯ２排放量来看，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以及环境信息披露三项政策的
效应最为明显；而对于降低空气中的 ＰＭ２５浓度而言，碳排放权试点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的效应最为明显。第二，我国环境政策覆盖面广，且覆盖程度高，存在政策“扎堆”的现象，这使得

不同政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考虑政策间的协同效应之后，绝大多数政策的估计结果存在

５％ ～２０％的高估。并且，政府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政策实行的专项财政补贴以及后期考核等，
对发挥环境政策的效果至关重要。第三，试点政策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机制大相径庭。试点政策

主要通过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影响 ＣＯ２排放量变动，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 ＳＯ２排放量变动，通
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变动。

本文的政策启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多部门联合

出台的环境政策往往更容易取得显著的降污减排治霾效果，必要的财政支持和考核机制也有利于

环境政策在地方实践中更好地实施。第二，我国出台的环境政策，有密集“扎堆”的情况，在考察政

策的实际效果时，要考虑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和溢出效应；众多政策的政策目标、作用机制交叉重

复，充分考虑政策的独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同时也有利于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第

三，不同政策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机制不同，但是污染控制必须承受一定的经济代价，要进一

步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最终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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